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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
——基于极端梯度提升决策树的研究

刘吉祥1，肖龙珠2，王波3*

摘要 活力出行与老年人移动能力、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息息相关。以厦门为案例，采用极

端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探究建成环境和老年人活力出行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出

行距离是影响老年人是否活力出行的最重要因素；建成环境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远高于社会

经济属性；全部建成环境变量与老年人活力出行之间均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

应；出发地和目的地建成环境变量的影响模式存在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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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并即将进入深度老

龄化时代。1999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

口比例达到 10.3%，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

会。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的进一

步提高，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均持续上升。截至

2019年底，中国拥有 2.54亿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达到 18.1%，而 65岁及以上人口亦达到 1.76亿，占

比达 12.6%，已经接近深度老龄化国际标准（即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14%）。深度发展的老龄化

为中国城市和交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

为城市和交通规划等公共政策提出了适老化改革

的全新要求[1-2]。

活力出行（active travel）的定义源自西方学术

界，亦有译作“主动出行”，是指基于出行者身体活

动以运输人或物的交通出行方式，通常包括步行和

自行车出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积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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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是指一项“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

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活力

出行作为一种便捷、技术门槛低的交通方式，是老

年人机动性或可移动能力、独立性的重要保证，使

老年人可以持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事务，对老年

人和谐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和生活品质提升具有十

分积极的作用。同时，活力出行也是体力活动的重

要形式，对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均具有重要的意

义[3]。如荷兰的一项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体力活动

（包括步行、自行车和家务劳动等）可以显著提高老

年人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水平[4]。更多研究证实：

步行对于老年人各项身体机能的维持与恢复[5]、焦

虑等负面情绪以及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预防及舒

缓[6]以及心脑血管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预防和

减轻均具有积极的作用[7-8]。同样，积极使用自行

车出行的老年人也被证实患高血压、心脏病和高血

脂等慢性非传染病的风险显著降低[9]。总之，老年

人活力出行对于积极老龄化具有突出的促进作用。

因此，关注老年人活力出行，探究建成环境对老年

人活力出行的影响，可以助力城市和交通规划等公

共政策更好地适应老龄化社会，为老年人健康生活

方式创造积极条件，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活品

质，实现积极老龄化。

老年人活力出行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因素吸引

了城市和交通规划、地理学以及公共健康等领域学

者和专业人士的关注。此类研究首要的一步在于

合理地刻画建成环境，众多刻画方法中最经典、接

受程度最高、影响最为广泛的是“3Ds”模型。该模

型由 Cervero和 Kockelman[10]共同提出，采用密度

（density）、土地利用混合度（diversity）和设计（de⁃
sign）来提炼和测度城市建成环境的特征。其后，

“3Ds”模型又被拓展为“5Ds”模型（增加了目的地

可达性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和公交站点距离 dis⁃
tance to transit）和“7Ds”模型（增加了交通需求管

理 demand management和人口统计特征 demograph⁃
ics）[11]。关于以“Ds”模型测度的建成环境对活力出

行的影响的研究非常多，专注于老年人的研究也不

在少数。总体上，在西方的情境下，较高的密度、土

地利用混合度、适于步行和自行车的设计、较高的

目的地可达性和较短的公交站点距离，可以显著地

促进老年人活力出行[12-16]。相较于西方情景，针对

国内案例的研究发现社区休闲环境（包括邻近公

园、菜市场、棋牌室以及运动设施等）显著影响老年

人步行行为[17-18]。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两个

方面的不足。

1）当前研究忽视目的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出

行行为的影响。大部分研究仅关注居住社区（即出

发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出行行为的影响，很少同

时关注出发地和目的地建成环境的作用及其异同。

虽然老年人大部分出行行程较短，但仍有相当比例

出行行为远离其居住地，在进行出行决策时（例如

决定选择何种出行方式或何时出行）不仅受出发地

的影响，同时也受目的地建成环境状况的影响。仅

考虑居住地建成环境可能造成对建成环境和老年

人出行行为之间关系估计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同

时探究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交通

出行的影响，并比较其异同。

2）当前研究大多基于线性假设，缺少非线性

关系的探讨。绝大多数研究假设建成环境和老年

人出行行为之间为线性或广义线性关系，很少有研

究探讨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

“阈值”效应。Cheng等[19]通过南京的案例，发现建

成环境（包括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街道连

通性等）与老年人步行时长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

关系。此研究是笔者已知目前关于老年人出行行

为受建成环境非线性影响的唯一的研究。建成环

境对老年人出行行为非线性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能

包括“同群效应（peer effect）[20]”——即老年人的出

行行为可能受其他老年人行为的影响，和“交通行

为本身的正效用[21]”——即出行行为本身会为老年

人带来益处因此较难被取代。非线性关系和阈值

效应将为城市和交通规划带来全新的政策启示。

例如，某些建成环境特征可能只在某一区间对老年

人出行产生影响，这就要求城市决策者更准确地理

解建成环境和老年人出行行为的这种复杂关系，并

对相关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传统统计模型通常

预设线性或广义线性关系，较难揭示复杂的非线性

关系。近年来，机器学习等方法日趋成熟，并已经

103



科技导报2021，39（8）www.kjdb.org

逐渐应用于交通出行研究领域。例如，有学者利用

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考察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

选择[22]、小汽车出行距离[23]、活力出行[24]以及交通相

关碳排放[25]的影响。另外，随机森林[26]、深度学习

等多种机器学习方法[27-28]也已被应用于交通方式

选择等领域。

鉴于此，本研究以厦门岛为案例，基于极端梯

度提升决策树模型，同时探究出发地和目的地建成

环境对厦门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

重点揭示其非线性关系。

1 数据与方法

1.1 案例地与数据

本研究选取厦门市中心城区——厦门岛作为

案例。厦门坐落在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最早的经

济特区之一，因其舒适的气候、宜人的居住条件以

及发达的旅游业而闻名，有“海上花园”美誉。包括

6个区级行政单元，其中思明区和湖里区构成厦门

岛，是厦门发展最早和目前城市建设最完善的区

域。厦门市政府、商务中心（即中山路步行街）、厦

门火车站和厦门国际机场等重要公共设施均位于

岛内。海沧区、集美区、同安区和翔安区位于岛外，

与岛内二区隔海相望。岛外 4区近年来也发展迅

速，但仍保留了大片乡村地区。出于调查、统计和

研究城市交通的需要，厦门被划分为 171个交通分

析区（traffic analysis zone, TAZ），其中，厦门岛内包

含 80个。作为厦门市发展最完善、城市化水平最

高的区域，以厦门岛为案例地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

地探究城市老年居民的出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 3种类型：老年人出行行

为数据、老年人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和建成环境数

据。出行行为数据包含了受访老年人在调查日 24
小时内所有出行行程的起讫点所属交通分析区

（TAZ）、出行距离以及主要的出行方式等信息。社

会经济属性数据包含受访老年人年龄、性别、家庭

规模、住房大小、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是否拥有小汽

车等信息。老年人出行行为数据和社会经济属性

数据抽取自厦门市 2015年居民出行行为调查，选

取 60周岁及以上、且出行起讫点均位于厦门岛内

的受访者作为研究对象。厦门市居民出行调查是

一项长期的交通调查计划，每 5年进行一次，由厦

门市交通局、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厦门分院共同设计和组织。厦

门 2015年出行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共发放调查问

卷 120603份，收回 96010份，其中有效答卷 93812
份。居民抽样比例达到 3.05%，有效答复率达到

97.80%，能够有效地代表厦门市全体居民。建成

环境数据包括厦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土地利用、

城市设计特征等。建成环境数据经过了地理信息

系统（GIS）进一步分析处理，分析过程以 TAZ作为

空间分析单元。

1.2 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因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

（0，1），即老年人在受访日 24小时内是否进行活力

出行。亦即，若某受访老年人在受访日内进行了一

次或以上的步行或自行车出行，则因变量取值为

1，若某老年人在受访日内未进行任何步行或自行

车出行，则因变量取值为0。
2）自变量。本研究自变量包括 3种类型：出

行行程相关特征变量、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和建成环

境变量。其中，选取出行距离作为出行行程相关特

征变量。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男=
0，女=1）、受教育程度（1=低，2=中，3=高）、户口类

型（0=非厦门户口，1=厦门户口）、家庭规模、住房

大小、住房类型（1=自购住房，2=单位住房，3=租住

住房）、家中是否有 6周岁以下儿童（0=无，1=有）、

是否有小汽车（0=无，1=有）。建成环境变量依据

“5Ds”模型处理和计算，以 TAZ为空间分析单元。

包括人口密度、容积率、土地利用混合度（采用熵值

Entropy计算）、道路交叉口密度、服务设施（包括学

校、公园、商店、餐馆等日常生活设施）密度、距市中

心（中山路）距离和公交站密度。

1.3 研究方法：极端梯度提升模型

极端梯度提升模型（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是一种基于决策树的集成模型，既可用于

回归，又可用于分类，其实质是对于 Friedman[29]提
出的传统梯度提升决策树（gradient boosting de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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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tree, GBDT）的提升和优化。XGBoost由 Chen
等[30]提出，由于具有运行速度快、准确度高、可调参

数多等优点，现已成为决策树机器学习领域最常用

的算法之一。作为一种集成方法，XGBoost基于加

总训练的理念迭代生成低深度的决策树。简单地

说，在XGBoost模型中，每一棵树都建立在对前一

棵树的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最小化的基础上，

并且赋予在前一棵树中被错误预测的案例以更高

的权重。最终模型结果由过程中建立的所有树加

总决定。

XGBoost模型拥有以下 3个优点：第一，相比传

统统计模型，XGBoost模型可以拟合因变量和自变

量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第二，XGBoost模型对

于变量类型（例如：分类变量还是连续变量）、变量

分布情况（例如：是否正太分布）以及异常值和缺失

值等，具有很高的宽容度；第三，不少研究表明，

XGBoost相比传统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以及随机

森林、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等机器学习算法表现

更优异。

XGBoost建模过程中，常需调整的参数包括 eta
（学习率，控制拟合过程每一步的权重、可用于提高

模型准确率）、max_depth（最大树深，控制模型的复

杂程度、可用于防止过拟合）、min_child_weight（最

小叶子节点权重，用于防止过拟合）、subsample（随

机采样比例，控制每棵树过程中随机采样的比例、

可用于防止过拟合）、nrounds（最大迭代数）等。

2 模型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R语言中“XGBoost”包拟合模型。

常用参数中，eta设为 0.001、max_depth设为 10、
min_child_weight设为 0.8、nrounds设为 10000，其余

参数设为默认值。模型采用了 5折交叉验证，经验

证得知，最佳拟合树数目为 9244，模型测试准确率

达到 84.2%。取得了良好的准确率，且不存在过拟

合问题。

2.1 自变量相对重要性

相对重要性反映建模过程中各特征（即自变

量）对于结果预测的相对贡献大小。表 1为模型自

变量对于预测老年人步行或自行车出行概率的相

对重要性。所有变量相对重要性之和为 100%，其

排名依据重要性从大至小依次排列。由表 1可知，

影响老年人是否以步行或自行车出行的最重要因

素为出行距离，重要性占比达到 43.02%。此发现

与许多过往研究的结论，例如：Lu等[31]和 Adlakha
等[32]以及我们的预期相符合。步行或自行车虽然

是最为普遍的交通方式，但其交通效率相对较低，

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长距离步行或自行车出行对

表1 社会经济属性和建成环境变量相对重要性

变量

行程特征

出行距离

社会经济属性

住房大小

年龄

家庭规模

性别

是否有小汽车

家中是否有6岁以下儿童

受教育程度

住房类型

户口类型

合计

起始点建成环境

容积率

道路交叉口密度

人口密度

服务设施密度

距离市中心距离

土地利用混合度

公交站密度

合计

终点建成环境

服务设施密度

道路交叉口密度

公交站密度

容积率

土地利用混合度

人口密度

距离市中心距离

合计

相对重要性/%

43.02

4.63
2.91
1.24
1.00
0.71
0.51
0.37
0.33
0.18
11.88

3.84
3.64
3.33
3.30
3.22
2.84
2.56
22.73

3.49
3.44
3.39
3.20
3.04
2.98
2.83
22.37

排名

1

2
14
18
19
20
21
22
23
24

3
4
8
9
10
15
17

5
6
7
11
12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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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可能存在挑战，因此活力出行行为对于距离通

常非常敏感。

整体而言，建成环境变量重要性高于社会经济

属性变量。具体来说，起始点和终点建成环境变量

合计达到 45.10%，远高于社会经济属性（总计

11.88%），而起始点建成环境变量重要性和终点几

乎一样。关于单个自变量重要性，除出行距离外，

其他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均在 5%以下。社会经

济属性中重要性较高的变量包括住房大小和年龄，

住房大小可以反映受访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

阶层。众多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社会经济阶层与老

年人的健康素养、身体健康程度以及闲暇时间利用

方式有着紧密联系[33-34]。年龄对老年人的身体机

能有显著影响，从而可以显著地影响其出行方式的

选择。其他社会经济属性变量重要性均相对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拥有小汽车对老年人步行或自

行车概率影响极小，这与不少已有研究发现的在高

密度或公共交通主导的地区，如中国等众多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是否拥有小汽车对老年人出行行为影

响很小的结论相呼应[35]，这同时是与中国老年人开

车比例普遍较低的现状相适应的。建成环境变量

相对重要性绝大多数大于 3%，且彼此间差距很小。

其中，重要性排名较高的变量包括：起始点容积率、

道路交叉口密度、人口密度和距离市中心的距离、

终点服务设施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和公交站点密

度等。

2.2 主要自变量与老年人活力出行非线性关系分析

XGBoost算法中内嵌的部分依赖图（partial de⁃
pendence plot）可以展现模型中的某个特征（fea⁃
ture，即自变量）对模型拟合结果的边际效应，从而

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1）出行距离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性关

系。图 1为出行距离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可

以看出出行距离对老年人活力出行具有负向影响，

同时在出行距离不同取值范围内此影响并不稳定，

而是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具体来

说，出行距离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可以划分

为 3段。在 0~5 km范围内，出行距离与老年人活

力出行几乎为线性相关关系；5~10 km范围内，两

者相关关系斜率逐渐减小直至为 0；出行距离 10
km以上，老年人活力出行的概率保持不变。

2）住房大小和年龄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

性关系。住房大小和年龄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

响，均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住房大小而

言，0~120 m2以内，住房大小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

影响呈现较小幅度的波动，在100 m2左右达到最低

值；120 m2以上，住房大小的影响呈线性攀升，在

200 m2左右达到最大值，并保持稳定。年龄对老年

人活力出行的影响，呈现粗略的倒“U”型，在 70岁
左右，老年人活力出行概率达到峰值。60~70岁区

间内，虽然存在波动，呈现正相关；70岁以上，呈现

负相关，老年人活力出行概率逐渐降低。

图 2为行程起始点和终点建成环境对老年人

活力出行的影响。整体来说，所有建成环境变量均

与老年人活力出行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

效应。

3）容积率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性关系。

起始点和终点容积率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模

式非常接近，均可分为 3个区间。0~1.0范围内，呈

现较小幅度的波动；1.0~2.2范围内，呈负相关关

系；2.2以上，老年人活力出行概率保持恒定。粗略

地看，容积率对老年人活力出行具有负向影响，这

与西方情境下容积率（密度）与活力出行正相关的

结论形成鲜明对比。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

于：第一，容积率较高的区域往往拥有较完善的公

图1 出行距离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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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起始点和终点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

107



科技导报2021，39（8）www.kjdb.org

共交通配套，从而老年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较高，

替代了部分老年人活力出行；第二，容积率较高的

区域可能属于老城区或“城中村”，这些区域往往缺

少步行或自行车设施或公共空间，活力出行环境较

差。

4）道路交叉口密度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

性关系。起始点和终点道路交叉口密度对老年人

活力出行的影响差别很大。起始点道路交叉口密

度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可大致分为 3个区间。

0~90个/km2范围为波动区间，90~150个/km2为近线

性正相关区间，150个/km2以上为轻微负向相关直

至稳定在较高水平。而终点道路交叉口密度可大

致分为 2个区间，0~100个/km2为线性负向相关区

间，100个/km2以上，经过一段较小幅度的波动后，

稳定在较低的水平。对比起始点和终点道路交叉

口密度的影响可以发现，整体来说，居住在道路交

叉口密度较高区域的老年人倾向于选择活力出行，

而道路交叉口密度较低区域（可能为面积较大的公

园等）则能吸引较多老年人步行或自行车前往。

5）人口密度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性关

系。起始点和终点人口密度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

影响也有较大差别。起始点人口密度的影响，与老

年人活力出行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在 30000 人/km2

以上范围恒定在较高水平。这种正相关关系与众

多研究发现一致。而终点人口密度与老年人活力

出行的关系呈现明显的不规律性。

6）服务设施密度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性

关系。起始点和终点服务设施密度的影响模式大

同小异。相同之处在于在 500~1500个/km2区间范

围内，服务设施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影响呈现明显

的倒“U”型，并在 1000个/km2左右达到峰值，且在

1500个/km2以上恒定在较低的水平。而相异之处

在于起始点服务设施密度在 0~500个/km2区间内

呈现轻微波动，而终点服务设施密度在此区间则与

老年人活力出行呈明显负相关关系。

7）距市中心距离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性

关系。起始点和终点距市中心的距离的影响模式

基本一致，均大致为倒“U”型，且在 8 km左右达到

峰值，即位于距离市中心 8 km左右的区域，既有较

多的老年人选择步行或自行车出发，同时又吸引较

多的老年人以活力出行方式前往。

8）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

性关系。起始点和终点土地利用混合度的影响模

式也大相迥异。起始点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老年人

活力出行呈现“恒定（0~0.3）+准线性负相关（0.3~
0.45）+较小幅度波动（0.45以上）”的形态，而终点

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关系则为“恒

定（0~0.4）+线性负相关（0.4~0.45）+线性正相关

（0.45~0.55）+波动（0.55以上）”的复杂形态。

9）公交站密度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非线性关

系。起始点和终点公交站密度对老年人活力出行

的影响模式比较接近。在 0~200个/km2范围内，呈

接近线性的负相关关系，据此，可以推测老年人公

共交通出行和活力出行之间，具有显著的替代作

用。在 200个/km2以上的区间，起始点公交站密度

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关系恒定在较低水平，而终点

公交站密度则经过一段急剧的线性正相关后，稳定

在较高水平。

综上所述，建成环境变量与老年人活力出行均

呈较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且部分变量对老年人活力

出行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结论截然不同（符号相反），

如容积率、距市中心距离、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公交

站密度。同时发现，对于老年人活力出行，促使其

发生的出发地和吸引其前往的目的地在建成环境

特征方面有着较显著的区别。

3 结论

以厦门为案例，利用厦门 2015年居民出行调

查数据和厦门市建成环境数据，基于极端梯度提升

模型，考察了厦门岛以“5Ds”模型刻画的建成环境

与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是否活力出行之间的非线性

关系。研究有以下发现。

1）研究发现影响老年人活力出行概率最重要

的因素是出行距离。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

适合长距离出行。因此，为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

为其活力出行提供便利，应尽力缩短老年人所需出

行距离。例如，在进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尤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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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老年人相关服务设施（如棋牌室、菜市场、老年

人健身设施等）时，要特别注意进行适老化安排，结

合老年人的分布，合理布局，适当提高密度，等。

2）研究发现出发地和目的地建成环境对老年

人活力出行具有重要作用，其加总相对重要性远大

于社会经济属性的重要性。此发现证实城市和交

通规划工作者可通过对城市建成环境的干预，促进

老年人活力出行。另一方面，此发现也提醒城市和

交通规划工作者应当谨慎、正确使用其专业技能，

作出城市规划决策时，应考虑可能对老年人造成的

影响。同时，研究发现容积率、服务设施密度和道

路交叉口密度等变量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相对重

要性较大。在适老化规划实践中可考虑优先从上

述建成环境特征入手进行干预。

3）部分依赖图揭示了建成环境与老年人活力

出行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总的来

说，出发地和目的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活力出行的

影响模式，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迥然而异的部分。

部分建成环境变量与老年人活力出行的关系，与既

有研究结论截然不同，这凸显了“情境（context）”在

建成环境-出行行为研究中的重要性。此发现提

醒城市和交通规划工作者应该更深入地理解建成

环境和老年人活力出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规划实

践中充分掌握本地实际情况，区别出发地和目的

地，厘清规划干预手段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区间，据

此进行相关政策制定或修订。

将来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改进：第一，本研

究所采用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因此仅能探讨相关关

系，未来研究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以探

究建成环境和老年人活力出行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所采用数据中缺少老年人出行偏好和态度等

变量，因此未能控制“自选择”效应，然而已有研究

证明，相比年轻人而言，老年人出行的“自选择”效

应并不显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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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effec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elderly’s active

travel: An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approach

AbstractAbstract The active travel (including walking and cycling)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elderly's mobility,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Henc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urban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elderly's active travel. Among the rich research findings, the existing research tends to focus
on the built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he living space (usually the departure place) of the elderly, while ignor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he destinations. Moreover, in prior studi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elderly's active travel are oftentimes assumed to be linear or log-linear.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study, taking Xiamen as an
example, utilizes one of the latest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i.e., the 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model (XGBoost)
to disentangle the complex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both departure places and
destinations and elderly's active travel. It is found that (1) the trip dista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impacts elderly's
propensity of the active travel; (2) the collectiv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3) obviously,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all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and elderly's active travel
are non-linear and there exist“threshold”effects; (4) for some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their impacts on elderly's active
travel differ between the departure places and the destinations, while for the others, they are very similar.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knowledge base and rich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urban an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in China in the era of
aging population.
KeywordsKeywords built environment; the elderly; active tra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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